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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所提到的农村社区特指那些由“村改居”而来的社区,主要是指将原来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撤销,并代之以居民委员会来治理

的一种社区模式.

②　此处政党介入区别于西方竞争性选举背景下的政党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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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农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的关键步骤,农村社区“两委”候选人的产生备

受关注.借助街道党组织社区“两委”候选人换届政策文本,勾勒出社区“两委”候选人在基

层党组织设定的双重候选条件下的当选逻辑,并以fsＧQCA 定性比较分析法对社区“两委”
候选人胜出资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良好群众基础是潜在候选胜出的必要条件,同时具备

群众基础和政绩两要素是潜在候选人胜出的有效途径;仅凭借经济实力或宗族势力等资源

禀赋并不能使其成为“两委”正式候选人;街道组织部门受政治稳定逻辑驱使,往往采取多样

化策略减少社区选举“变数”.因此,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社区“两委”选举过程的有限介入并

非有损基层民主质量,相反,它使农村社区选举表现出有别于乡村选举的优良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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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乡村转变为农村社区① ,其人口规模、社区结构及选举制度环

境等发生显著变化,农村社区民主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向.农村社区“两委”候选人产生过程是

理解农村社区民主发展变迁的重要切入点.当下,基层党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农村社区“两委”候选

人产生过程.然而,基层党组织有限介入农村社区选举的行为却饱受诟病,相当多学者认为这种介入

有损基层民主质量[１],降低选举民主程度[２].而且“居民对候选人酝酿过程参与不足会直接影响候选

人的质量”[３].相反,一些学者却对基层党政机关有限介入行为表示积极肯定,他们强调“国家在基层

民主发展的主导地位”[４],认为基层党组织有限介入是国家自主性的体现[５].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公民

自我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社区委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地政府建构性[６],所以“基
层党组织介入具体公共事务管理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无可回避的选择”[７].还有部分学者将政党介

入② 视为确定候选人的一种方式,认为有限介入或提名制度乃是现代政党最显著的标志[８],它本身并

不影响社区民主.因为政党主导下的选举包括政党内部挑选候选人和选民挑选候选人两个阶段,而
“选民挑选政党推荐的候选人的过程,才是实质性的挑选”[９].

基层党政机关介入农村社区“两委”候选人选举过程的做法尚存争议,但现实发展却远超争议本

身.观察发现,与乡村相比,有基层党政机关介入“两委”候选人选举过程的农村社区,很少出现富人

治社、宗族治社、恶人治社、混混治社等现象[１０].乡村与农村社区“两委”班子差异化表现的背后,可
能是二者不同的选举机制发挥作用.正如 Yael指出那样,选举机制决定候选人产生过程[１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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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社区居民如何选举居委会没有做清晰规定,关于居委会组成人

员产生方式的规定,理论上未排除党组织和街道介入社区选举的可能.实践中街道组织部门对农村

社区“两委”候选人前置性筛选亦从侧面予以证实.有理由相信,基层党组织介入式选举机制是农村

社区选举表现良好的一种合理解释.一般而言,基层党组织以及候选人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农村社区

潜在候选人晋升.Alan指出规则设定主体、政党组织的集权与分权程度、政党民主程度、选举规模大

小和现任议员连任难度的大小[１２]等因素会对政党挑选候选人产生影响.从个体层面而言,一些研究

者发现种族[１３]、性别[１４]、宗族[１５]、外表[１６]、“年龄、信仰、联盟、教育、心理”[１７]、个人经济资源[１８]等因

素也会影响潜在候选人的胜出.
既有文献很少关注候选人产生的影响因素,也未论及基层党政机关介入社区“两委”候选人产生

的过程、内在机理、介入限度以及对社区民主长远影响等.如不能廓清基层党组织介入社区选举与基

层民主二者内在关系,势必影响对社区民主整体发展情况的准确研判,丧失基于社区民主实践的理论

自信.鉴于此,本文基于街道组织部门社区“两委”换届材料,对基层党政机关介入社区“两委”候选人

事件进行分析,以探析党政机关介入方式及社区“两委”候选人产生机理,试图解释,较之乡村选举,为
何农村社区未出现富人治社、宗族治社、恶人治社、混混治社等困扰学者的系列问题,且表现出异于乡

村选举的优良特质.

　　一、资料来源及样本描述

　　１．资料来源

B街道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２００１年撤镇改设街道.B街道西、北方位分别比邻乡镇,东、
南紧靠城市街道,处于乡镇和城市社区过渡地带.B街道面积７０余平方公里,所辖人口４．６万,第二

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程度较高,仅２０１４年财政收入达３５亿元.２０１４年,B街道共有２９个社区,其中

２７个为“村改居”社区.
本文选择B街道作为分析单位,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B街道行政建制发生变化,原有乡

村整体转换为“村改居”社区.行政建制调整后的“村改居”社区在人口规模、社区结构以及基层选举

制度环境方面发生变化,但一些内部特征却并未发生明显改变,比如原有乡村内部宗族、人际网络等

特征得以延续,这既保证了原乡村和转换后的“村改居”社区内在特征的基本一致(控制变量),也存在

乡村选举与农村社区选举之间的差异.二是,基层党组织介入社区选举的行为方式、策略选择、行动

逻辑仍属于“黑匣子”,往往难以进入党组织的观察场景中展开研究,B街道关于党组织介入社区选举

的素材较为典型.
本文资料来源于B街道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组织部门３１份文件,所涉５１名社区“两委”候选人.本文

采用文本分析法,对政策文本中“两委”候选人表现及其特征项进行提取、归纳,并以定性比较分析方

法(QCA)对文本分析结果予以检验.

２．样本描述

资料所涉社区平均人口为１６７４人,社区平均集体可支配财产１５２．３万元.社区平均党员数为

７１人,意味着社区中每２４个人中有一名党员.而每个社区平均居民代表数为２８人,即社区中每６０
个人拥有１名代表.从绝对数量来看,社区居民代表数低于社区党员数,其中最大差距为１０４人.从

比例来看,社区党员平均数是社区居民代表平均数的２．５倍,其中最大比例达１０倍.由此可知,党员

在社区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可能较大.
从社区“两委”班子来看,社区“两委”班子平均人数为５．７人,其中社区党支部成员平均为４人,

居委会成员平均为３．７８人,社区党支部成员平均数略高于居委会成员平均数.社区“两委”交叉任职

平均数为２．７２,而交叉任职常见形式是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任居委会主任,比例高达６６％,其中G社区

“两委”班子较为特殊,出现全部交叉任职的现象.
从年龄结构来看,现任“两委”班子成员年龄最大为５９岁,最小则为２８岁,平均年龄为４６．６岁.

社区“两委”年龄结构基本稳定,老、中、青阶梯结构平衡;性别结构方面,大多数社区“两委”班子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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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任职频率较低.不过,基本能够保证一名女性班子成员,其中 X社区“两委”班子中有两名女性成

员;学历结构方面,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学历普遍较高,拥有高中以及中专以上学历占绝大多数,
其他“两委”成员初中以上学历较为常见.此外,年龄较大的书记或居委会主任的学历低于年轻书记

或居委会主任.这说明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呈现高学历的趋势.
另外,由于资料所涉社区由“村改居”而来,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如宗族等乡土社会特征.“村改居”

社区“两委”成员中,同一姓氏现象较为普遍,姓和名排列具有高度相似性.例如,B社区“两委”成员

共４名,同姓为３人,其中两人名字分别为刘存才①、刘存德.由此推断,社区“两委”构成可能受宗族

因素影响.

　　二、正式候选人产生的资质

　　１．制度化条件

(１)年龄.任职年龄是“两委”潜在候选人进入正式候选人行列的“坎”.M 社区现任居委会委员

刘刚升年龄已超６０周岁,但仍有参选留任打算.但B街道规定,“社区党组织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

最高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６０周岁,社区‘两委’其他成员不超过５５周岁”②.显然,刘已超最高任职

年龄.一般而言,潜在候选人年龄超过规定,意味着丧失成为候选人机会,他们往往选择放弃参选.
但如有人不遵守规定,组织部门就会介入.对刘的情况,组织部门表现出担忧,认为“刘刚升现已６４
周岁,身体健康,群众基础较好,要做通其不再参与竞选的思想工作较难”③.由此看出,组织部门对

刘刚升并不看好.
(２)身体条件.“两委”潜在候选人身体条件是候选资格条件,但从 M 社区分析来看,身体条件可

能并不是决定性因素.组织部门对 M 社区候选人分析时提到,“刘大有现已５２周岁,因身体不好,已
经休息一个多月,但其本人极想参选留任”④.通过对换届文本分析,刘仍出现在组织部门“两委”候
选人预测名单中.对此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刘仍具有正常身体履职条件,但也可能存在其他解释.

B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管理规定»只将候选人“身体条件”单独列为一条,并未作具体说明.«规定»对
身体条件模糊性规定,事实上使得“身体条件”成为一种软约束.

(３)学历.B街道规定,“社区‘两委’成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社区党组织书记、居民委

员会主任和新任职的社区‘两委’成员应具有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⑤.可以发现,初中文化程度

是“两委”候选人最低学历要求,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则是应然性地规定,并不是强制性要求.从

文本分析来看,“两委”潜在候选人大都可达初中文化程度要求,因此,学历因素在潜在候选人胜出问

题上也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不过,学历则可影响“两委”后备人选推荐,如 X社区班子成员文化程度

普遍偏低,年龄较大,党员以及群众推荐具有大专学历、现年２９岁的社区工作人员王大非为“两委”后
备人选,组织认为“应对该同志进行重点考察培养,为社区干部更新做准备”⑥.

(４)性别.性别是配齐班子,保证班子性别结构合理的重要考虑因素.B街道«规定»提及“社区

居民委员会应当有妇女成员”.如果潜在候选人缺少女性成员,组织部门出于班子结构考虑会有选择

地介入.组织部门预测D社区班子候选人时,提到“居委会有马三亮、赵胜、马飞和一名妇女组成,这
名妇女三亮书记正在寻找”⑦.据B街道组织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两委”换届后,班子有女性成员２６
名⑧,基本保证每个社区拥有一位女性“两委”成员.除年龄、身体条件、学历以及性别等制度性因素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作者对文中出现姓名、地名等信息已做技术化处理,均为虚拟名.
«社区工作人员管理规定».
«M 社区考察调研报告».
«M 社区考察调研报告».
«社区工作人员管理规定».
«X社区考察调研报告».
«D社区考察调研报告».
«B街道“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汇报».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９期)

外,社区“两委”班子结构、职数等也是影响潜在候选人胜出的因素.

２．个体资源禀赋

(１)群众基础.群众基础是组织部门描述、预测社区“两委”候选人的高频词.群众基础是检验社

区“两委”候选人“民意”的重要方法,是组织部门用来衡量群众对社区“两委”潜在候选人赞同与否的

参考依据.“不管权力多大,赞同不可能强迫,领导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取决于下级的社会赞同”[１９].
群众基础实质上关系着潜在候选人今后能否顺利执行上级政策、化解基层矛盾、构建良好群众关系等

问题.因此,群众基础是社区“两委”候选人重要政治资源.在对 N 社区换届形势分析中,组织部门

提到,“上届落选的康旺有可能继续竞选,但群众基础较差”①,从而排除其进入正式“候选人”行列的

可能.相对于群众基础一般的潜在候选人,群众基础牢固的社区“两委”候选人往往更容易胜出.而

且,现任“两委”成员任期内有机会打造群众基础,更具竞争优势.比如,组织部门在评价 H 社区党支

部书记兼主任时,提到“该人工作能力较强,为人处事公道,有较高的群众基础.参与调研的党员和群

众表示在下一届的换届选举中,会继续支持其连任”②.
(２)政绩.通常而言,政绩是社区“两委”潜在候选人胜出的合法性来源.“合法性需要有效性的

支持”[２０],它建立在“两委”班子成员过去发展社区经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有效性基础之上,而这种

“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２１],即把社区“两委”班子过去政绩实际成效作为衡量其能否再次胜出的重

要指标.由于F社区“两委”班子过去在发展社区集体经济、提升社区居民公共服务以及环境建设方

面成效显著,据此,组织部门预测“两委班子调整的可能性不大”③,这意味着F社区“两委”班子过去

政绩得到肯定,班子成员极有可能从潜在候选人中再次胜出.同样,U 社区政绩得到党员、群众和组

织部门肯定,“社区面貌改变很大,书记和主任还是由王虎义担任为宜”④.由于政绩在“两委”候选人

竞争中作用明显,所以,政绩演化为可用于调节竞选的“砝码”.比如,C社区政绩相对较差,潜在候选

人竞争较为激烈,为保证顺利胜出,组织部门建议“社区班子要在选举前加大群众服务力度,为换届选

举工作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⑤.
(３)宗族.宗族是“我国农村社会中的特殊‘隐形组织’”[２２],它在乡土社会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某些“村改居”社区现任“两委”成员中,其名字存在高度相似,凸显出乡土社会宗族“辈分”.
宗族确实在社区“两委”候选人竞争中发挥一定作用,但组织部门对此较为警惕.M 社区两名居委会

委员预计从刘刚升(年龄超限,现任委员)、刘大有(身体条件差,现任委员),成建军(后备人选)三人中

产生,不确定性较大.不过,组织预测到“成建军是否能顺利被选举为居委会委员尚难预测,但他与成

建业(注:现任居委会主任)联手,胜算较大”.宗族在J社区也表现明显,党支部委员潜在候选人赵某

由于“有一定的家族势力”⑥而引起组织部门警觉.值得注意的是,宗族在社区“两委”候选人竞争中

并不发挥重要作用.例如,Q社区居民方某“家族较大,上届参与竞选得票较多”⑦,但其群众威信较

差,抵消其胜出概率.
(４)经济实力.社区“两委”候选人能否胜出还受个人经济实力影响.组织部门并不排斥经济实

力突出的候选人,相反,这部分人会得到肯定与鼓励,如文件提到“社区党组织书记主要从本社区优秀

现任社区‘两委’成员、致富能手、农民经纪人中选出”⑧.同等条件下,经济实力较弱的候选人则可能

在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这可从以下案例得到印证.W 社区现任居委会主任“个人经济实力不

强”,面临两位经济实力雄厚的竞争者挑战,“如(两位竞争者)出现拉选票情况,(该主任)连任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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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①.总体上,社区“两委”候选人的经济实力越强,其胜出概率可能越高,进入组织部门考虑范围

的概率也越大.但并不意味着个人经济实力可单独发挥作用,它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候选人必须具备

其他要素.
社区“两委”潜在候选人成为正式候选人并不容易,中间要经过多重筛选.“两委”候选人首先须

具备任职年龄、学历、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等制度化硬约束条件.其次,群众基础、政绩、经济实力和

宗族是社区“两委”潜在候选人胜出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两委”正式候选人很少能具备全部条件.
不过,他们的胜出却存在高度共性.一是正式候选人大都能满足制度化硬约束条件,并且个人性格或

作风为群众所欢迎.二是胜出的候选人都具备较强群众基础,群众和党员普遍对其评价较高.三是

正式候选人或所在班子大多在过去创造较高政绩.另外,宗族或个人经济实力在正式候选人身上体

现不明显,即使部分正式候选人经济实力较强或宗族势力大,他也必须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或政绩.换

言之,仅凭借经济实力或宗族等资源禀赋并不能使其成为“两委”正式候选人.

　　三、“两委”候选人胜出资质的QCA检验

　　１．QCA检验方法

１９８７年,Charles等将布尔代数和集合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基于二分变量的 QCA技术.QCA
分析原理在于探究某一结果产生的原因[２３],即探寻即某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多种条件组

合[２４].QCA为探究同一结果的多种路径提供了解释性框架.而且,QCA特别适合中小规模样本分

析,为质性研究提供可操作化分析途径.本文基于定性比较分析(QCA),来进一步检验影响社区“两
委”候选人胜出因素.借助fsＧQCA分析软件,首先进行变量选取与赋值.由于候选人大都符合制度

化硬约束条件,本研究变量的选取仅限于文本分析中影响潜在候选人胜出的个人资源禀赋因素.将

群众基础、政绩、经济实力以及宗族设定为条件变量,并将潜在候选人胜出视为结果变量.条件变量

和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赋值为０或１,潜在候选人具备某项条件,则赋值为１,反之,则赋值０.例

如,潜在候选人具备群众基础,则标记为１,反之则标记为０;潜在候选人胜出,标记为１,反之则标记

为０.部分潜在候选人数据缺失,剔除残缺数据,得到３４个样本数据.

２．影响因素检验

表１　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检测

(结果变量取值为１)

条件变量 吻合度 覆盖率

群众基础 ０．９２５９ ０．９６１５
政绩 ０．７０３７ １．００００
经济实力 ０．１８５２ ０．８３３３
宗族 ０．３３３３ ０．８１８２

　注:以上结果由fsＧQCA软件分析求得.

表２　条件变量组合分析

条件组合 覆盖率 净覆盖率 吻合度

~经济实力∗政绩 ０．５９２６ ０．５９２６ １．００００
宗族∗经济实力 ０．１４８１ ０．１４８１ １．００００
所有组合的覆盖率 ０．７４０７
所有组合的吻合度 １．００００

　注:以上结果由fsＧQCA软件分析求得.

(１)必要性条件检验.“所谓必要性条件就是在结

果出现的案例(正面案例)中均出现或高频次出现的变

量或原因条件”[２５].一般而言,如果某项条件变量的一

致性达到或超过０．９就会被视为“必要条件”,并被暂时

排除后续组合条件分析过程.表１显示,群众基础条件

变量的吻合度或一致性达到０．９,说明良好的群众基础

是“两委”潜在候选人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必要条件.但

是,政绩、经济实力、宗族条件变量却低于０．９,因而需要

对它们进行条件组合分析.
(２)条件变量组合分析.条件变量组合分析是对除

必要条件以外的其他条件变量进行组合分析,以检测条

件变量的不同组合方式对结果影响.由表２可知,条件

变量组合形式为:~经济实力∗政绩②;宗族∗经济实

力.两个条件变量组合覆盖率③分别为０．５９２６,０．１４８１,净覆盖率也分别为０．５９２６,０．１４８１,吻合度

为１.所有组合解覆盖率达到０．７４０７,说明这两个条件变量组合能覆盖７４．０７％的正面案例,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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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解释力.
结合表１必要条件分析结果以及表２条件变量组合分析,结果呈现为以下逻辑等式:
(１)潜在候选人胜出＝良好群众基础∗(~经济实力∗政绩).
(２)潜在候选人胜出＝良好群众基础∗(宗族∗经济实力).
由此,社区“两委”潜在候选人成为正式候选人存在两种典型路径,一是潜在候选人必须具备良好

群众基础,且同时具备一定政绩(为社区做出过足够贡献),且较弱经济实力.需强调的是,较弱经济

实力受样本资料和其他条件变量多重影响,仅具有数据统计意义,不具有实际意义.这是因为,样本

中“两委”正式候选人群体中经济实力强的较少,但这并不代表个人经济实力在候选人角逐中不重要.
这可从本文分析和另一潜在候选人胜出路径中得到证明.另一途径是,潜在候选人必须具备良好群

众基础,且个人同时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并且得到来自宗族势力的支持.但是,潜在候选人经济实力

和宗族等因素并不单独发挥作用,它们通过群众基础条件变量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候选人良好的群众基础、政绩以及经济实力都是组织部门所倡导的优良特质,所

以这些候选人优良特质获得组织认可并通过潜在候选人的胜出表现了出来.相反,研究过程作者并

未找到组织部门对候选人宗族背景鼓励或倡导的相关表述,而且组织部门在对潜在候选人进行预测

时,特别警惕那些宗族背景强大的候选人,所以宗族因素在候选人胜出的途径中表现得不是特别

突出.

　　四、基层党组织对选举变数的介入策略

　　１．选举变数

组织部门理解的“变数”是指,候选人因无序竞争或者破坏选举程序而导致不确定性,使结果超出

组织部门预期的一种情况.这种“变数”由竞争引致,也被称为竞争性“变数”.此外,社区累积的矛盾

在换届中集中爆发,则被视为诱发性“变数”.组织部门一方面希望通过社区“两委”换届,更新成员、
优化班子结构,保证群众基础好,政治素质硬,政绩突出的优秀成员胜出.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众多新

面孔强势竞争以及社区矛盾爆发的情势.所以,换届中“变数”不可避免,准确预测“变数”就显得极为

重要.
(１)竞争性变数.首先,竞争性“变数”源于职位空缺,当现任班子成员由于年龄或其他个人因素

提前透露出放弃竞选意愿时,潜在竞争者就会出现,引起不确定性,从而给换届带来“变数”.例如,A
社区现任“两委”成员赵强欲退出竞选,“两委”班子职位空缺.社区内出现两名竞选者,分别为得到社

区组织支持的王生以及群众基础一般的周云跃.但是,周“经营一家酒店,可能通过请客拉选票”①.
组织部门将周请客拉选票视为“变数”,如周通过破坏换届程序或组织规则而当选,可能会引起社区群

众不满,诱发群体性事件.再如,B社区“高晓军同志因年龄问题要退出竞选,需要有新干部充实到

‘两委’中来,可能会造成一些变数”②.相反,如果社区“两委”换届中未出现班子外的竞选者,预计班

子调整可能性就不大③,出现“变数”可能性就会很小.
其次,居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职位面临竞争引起“变数”.与社区党支部书记产生方式不同,社

区居委会由居民选举产生,实行居民自治.所以,社区居委会主任职位容易受到班子成员外竞争者挑

战,容易出现“黑马”,给换届带来不确定性,引起“变数”.W 社区居委会主任在党员群众中威信较

高,多数党员、群众支持连任,但家族较小,个人经济实力不强,面临经济基础较强的班子外成员郝某

强势竞争,所以组织认为“居委会换届存在一些变数”④.另外,在分设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的社

区,现任社区党支部书记和社区居委会主任会同时竞选下届党支部书记,产生班子矛盾,引起“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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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R社区现任主任家族大、财力强,而党支部书记家族大、财力弱,且“主任现在也是党员身份,如
放手竞争,两委换届局面较难预料”①,出现“变数”.

(２)诱发性变数.诱发性变数是指社区固有矛盾引发的“变数”.一般来说,社区矛盾会在换届选

举期间集中爆发,群众借换届选举给社区未来领导者施压,进而造成诱发性“变数”.如组织部门认

为,J社区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是集体企业改制中积累的矛盾可能引发上访事件,威胁社区稳定.而

且,班子在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中成效不明显,无实质性进展,导致群众意见较大,对班子失去信心.
“一些矛盾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往往小事变成了大事”②,给换届工作带来“变数”.而且因社区公

共服务差别化供给导致“居民心里不平衡”③,也会给社区换届与稳定带来“变数”.另外,某些班子成

员利己行为会增加换届中“变数”.G社区“两委”成员许某“利用管理公章之便,未经书记同意将自己

的老人房办理了房产证,这一做法群众意见很大,影响极坏,党员、群众要求对其查处”④,激发换届不

确定因素,加大“变数”发生概率.

２．稳定策略

组织部门受政治稳定驱使,有着降低“变数”的客观诉求.一般倾向于预测“变数”,并采取平衡稳

定策略降低“变数”.这种稳定策略包括连任、职数调节、思想动员、一人兼、突击政绩等.
(１)连任.推动社区班子连任是降低竞争性变数最有效稳定策略.班子连任实际上是要求社区

“两委”成员按台阶晋升,防止无资历和无经验新手上位,减少竞争“变数”.但采取连任策略则常常依

赖社区群众和党员对现有班子广泛认可.E社区党员和群众对社区“两委”班子及成员评价较好,绝
大多数党员、群众支持连任.基于此,组织部门预计E社区“换届不会出现不可控制的新情况”.I社

区和S社区两个社区班子连任趋势明显,“变数”极小.组织部门认为它们“班子人员调整的可能性不

大”⑤,并建议将这两个社区列为第一批换届社区.据统计数据显示,B街道有２５个社区党组织书记

连选连任,占９２．５％;有２１个社区居委会主任连选连任,占７７．８％⑥.由此可以看出,连任是较为常

见的一种稳定策略.
(２)调节职数与思想动员.现实中,当社区“两委”面临班子外成员以及班子内部人员竞争时,组

织部门惯用综合策略予以解决.一是以职数调节抑制“变数”.B街道规定,社区“两委”成员职数为

４~８人.弹性化的职数设置便于调节候选人竞争,应对“变数”.C社区班子成员都有意继续参加换

届选举,且上届参加竞选人员中有３人有意继续参加竞选,分析报告提到“只要‘两委’班子职数设置

合理,换届工作将不会引起较大波动”⑦.同样的策略在 V 社区得到应用,“只要职数设置合理,严格

按程序进行,换届工作就不会引起较大波动”⑧.简言之,只要不扩大现有职数或减少职数,班子外成

员进入班子的机会就会很小.

二是思想动员策略.思想动员分为积极性动员和消极性动员.积极性动员是指如换届中未发现

合适人选,一般会继续动员拟退出竞选的班子成员⑨继续竞选,以减少“变数”.在 N 社区,党支部书

记考虑到年龄问题以及锻炼年轻人需要,有意退出竞选,但两委班子委员难以胜任书记职位.所以,
“从稳定大局出发,建议街道还要动员书记继续参选,维持原班子”.消极性动员则是指对不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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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且有意竞选的潜在候选人进行思想说服,劝其自愿放弃竞选机会的一种策略.W 社区居民樊某

欲竞选居委会主任,但是社区党支部不支持樊某,“若其竞选,拟通过做思想工作使其退出”①.此外,
面对班子外不受群众欢迎的强势竞争者,社区党支部动员群众基础好且欲退出竞选的成员充当“配
角”,以稀释竞争者的竞争力,减少“变数”.Q 社区“两委”成员李某拟退出竞选,并表示愿意充当配

角.从后续的“两委”预测名单来看,班子外竞争者并未入选,证明此种策略的功效.
(３)一人兼.社区党支部书记处于社区领导地位.组织部门特别重视换届中的社区主要领导人

人选问题.基于内部“两委”潜在成员竞争的考虑,组织部门采取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一人兼”方
式来减少“变数”,从而消解班子内部成员竞争党支部书记的动力,以维护班子稳定.例如,R社区现

任主任凭借家族大、财力强的竞争优势,欲竞选党支部书记一职,而现任党支部书记由于财力弱,可能

在竞选中优势不明显.针对此种情景,组织部门认为放手竞争的话,会造成一定“变数”,换届局面难

以预料.组织部门认为“书记、主任分设弊端较多,不能勇担责任,通过本次换届社区书记、主任最好

一人兼,有利于工作开展”②.“一人兼”策略依赖于换届工作委员会对社区换届程序的“灵活”安排,
在社区党支部书记选举和居委会选举程序上预留时间差,即“先进行党委换届,后进行居委会换

届”③.根据对换届后社区主要领导的统计,“有１９个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一人兼’,比例达

到７０％,比上届增长４％”④.
(４)突击政绩.组织部门对社区问题以及社区矛盾非常重视,每份社区调研报告均提及社区存在

问题或矛盾等内容.针对社区矛盾可能引起的“变数”,组织部门常常建议突击处理社区问题,增强回

应性,为换届顺利进行奠定群众基础.J社区在换届选举前,仍旧存在集体经济改造遗留的生产矛盾

以及旧村改造矛盾,这些矛盾有可能激化.因此组织部门“建议尽早处理水泥厂的矛盾”⑤.同样,Q
社区选举前夕面临着企业土地租赁费不能及时发放居民、社区高压线带来的居民“避邻心理”等问题.
组织部门“建议街道予以资金支持解决问题,维护社区稳定”⑥.选举前突击政绩,解决社区问题的策

略具有双重效用.一方面,短期内解决社区长期面临问题,可以重拾居民信任,为社区“两委”成员保

持连任提供政绩支撑,降低个体竞选中“变数”.另一方面,化解社区矛盾,为社区“两委”整体换届创

造和谐稳定环境,减少整体选举“变数”.

　　五、结　语

　　社区“两委”选举作为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广泛关注.一些

学者从西方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对立角度出发,认为基层党组织介入社区“两委”选举与社区自治原

则相冲突,不能真正地实现社区民主,进而对社区“两委”选举结果合法性表示怀疑.然而,实际上,我
国执政党领导下基层社会治理区别于西方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状态,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政

权建设和自下而上权利诉求的“双向建构”[２６]过程.党的组织部门通过听取居民意见,自上而下推选

社区支部书记的形式形成对社区工作的领导,但党的组织部门在社区居委会人选上并不具有决定作

用,最终人选仍依赖居民自下而上基于差额直选或居民代表间接选举产生,体现“人民性”民主原则.
党组织有限介入农村社区选举的行为并未消解居民自治原则,反而破解了社区民主基础薄弱、民主能

力不足等问题,提升了农村社区选举有效性,保障基层民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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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W 社区考察调研报告».
«R社区考察调研报告».
«A社区考察调研报告».
数据来源于«B街道组织科工作总结».
«J社区考察调研报告».
«B街道社区班子考察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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